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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23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方歇，殘破的歐洲、俄國革命的成功、以及蜂起的

民族主義，在在顯示舊帝國主義的衰退與一個新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即將形成。

然而，在充滿新舊交替的不確定中，究竟何種社會體系是好？何種是壞？卻也成

為人們心中縈繞不去的疑問。在這樣的大時代氛圍之中，英國著名的社會思想家

羅素（Bertrand Russell）有一段東方之行，漫長旅程讓他親眼觀察了從歐陸到中國

如火如荼進行中的社會改革、甚至革命，同時也讓他有了思考人類社會是好是壞

的機會。在回國後集結旅途思考而成的〈工業文明的前景〉（The Prospect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一書中，羅素指出： 

「一個好的社會有兩個要素，亦即是：第一，組成社會的人們此時的福

祉；以及，第二，社會讓人們的福祉發展得更好的能力。而這兩個要素之間，

並不必然永遠是同時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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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巧妙地點出了經濟與福利之間長久以來的關係辯論！福利是衡量人們

此時福祉程度的重要判準之一，在一個福利的社會裡，生活的重點是在於如何生

活得像個人，工作與隨之而來的經濟性報酬是讓人活得像人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人的需求受到充分的滿足，人的價值也獲得完整的體現。但為支持這種像人的生

活，經濟發展卻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也就是羅素所謂的「讓人們的福祉發展得更

好的能力」。為了有效的經濟發展，有限的資源必須理性分配到生產性的用途，人

類需求的滿足即不能無限制地擴張，而要受到節制。結果，就連對資本主義累積

與成長法則批判最力的馬克思，亦不得不喟嘆邁向烏托邦福利社會的道路，竟是

必須透過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階段。 

貳、經濟與福利的兩難爭議 

長久以來，社會福利與經濟成長之間一直處在一種緊張的關係，這不單只是

個孰先孰後的問題而已，更是二者是否會有相互抵消（trade-off）效果的爭議。後

者的看法要較前者激進得多，因為「孰先孰後」隱含著對社會福利的追求是共識

的，只是優先順序的差別而已；但後者則強調「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即社會福

利增加一分，經濟成長的動力勢必減少一分，這是場零合的戰爭。不論是贊同或

是反對此種觀點的學者，均各自提出有利於己方的證據加入者場辯論之中。而 1970

年代末以降的「福利國家危機」，以英、美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國家，紛紛以凍結

福利支出及福利私有化（privatization）的方式來重建經濟競爭力，似乎強化了「減

少福利則經濟自然成長」此種印象。一時之間，「破壞經濟成長」又成為社會福利

的原罪，進而政府財政赤字危機及就業機會減少也都是社會福利以致之了。 

    這樣的兩難爭議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尤其強烈！要瞭解社會福利與經濟成

長之爭在台灣之所以會尖銳化的本質，必須先探討為什麼經濟成長在台灣的政經

脈絡中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於形成一種牢不可破的政策取向，甚至必須抑

制或犧牲其他政策（尤其是福利與環保）來換取高度的經濟成長。雖然世界各個

資本主義國家無一不強調經濟成長的重要性，但此點在台灣卻尤其顯得迫切，這

必須從台灣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去瞭解。戰後台灣的發展存在著一個矛

盾的特徵：即它在世界經濟舞臺上逐漸展露頭角、但在世界政治舞臺上卻日益受

到孤立；一方面我們看到台灣的國民生產毛額與外匯存底不斷衝向新高、另一方

面我們卻也看到了台灣的邦交國一個個地揮袖而去。美國全球戰略的改變是引發

此種矛盾特徵的一個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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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後初期，經濟上依賴美援、政治上受到美國保護，開啟了台灣經濟復甦與

進一步發展的契機。但自 1960 年代末以降，美國全球戰略改採拉攏中國大陸以對

抗蘇聯，台灣這個「不沈的航空母艦」的重要性開始降低，甚至成為美國與中國

大陸交往的最大障礙。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政治支持逐步撤離，以至於 1971 年

台灣退出聯合國與 1978 年的與美國斷交，政治孤立達到了頂峰，然而美國並未同

時切斷與台灣的諸多來往，特別是在經濟貿易上的關係，因而維繫住台灣的經濟

動力。為了突破國際政治上的孤立，一種新型態的外交政策形成了，即「實質外

交」或「經貿外交」，企圖透過經貿關係的強化來鞏固台灣的國際地位。結果，如

何確保經濟成長已不再只是個經濟問題而已，更是個政治上的與國家安全上的問

題！誠如古允文所強調的，「當台灣在政治上已被孤立了的此刻，它實無法再負擔

經濟孤立的成本」（Ku, 1995: 362）。雖然過去所累積的經濟成長果實，已使台灣的

國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獲得增強，但並未改變此種結構困境，政府決策的取

捨幅度因而受到限制，任何帶有減緩經濟成長可能性的政策，都必須被小心翼翼

地排除在政治優先性之外。在這種情況下，首當其衝的即是社會政策，也尖銳化

了福利與經濟之間的爭議。 

    一般說來，台灣對這個爭議有三種不同的看法，彼此之間有相同的地方，但

也有極端對立之處：（Ku, 1997: 181-188） 

一、自由派經濟學者的觀點： 

    這些學者師祖於海耶克、弗里德曼等自由派經濟學大將的學說，服膺自由市

場機制、降低人為的干預，尤其反對政府政策的介入。海耶克即曾引述賀爾德林

（F. Hoelderlin）的話說：「人們試圖將國家變為天堂，其結果卻反而使其成為人間

地獄。」（Hayek 著，張尚德譯，1987：15），充分展現其崇尚市場的擬似自然法則

的立場。國內的學者，如高希均、吳惠林等，則由此進一步加以衍伸，他們強調：

既然連政府的「經濟」政策都可能有「反經濟」的負作用，那麼「白吃的午餐」

式的社會政策當然更是絕對的「反經濟」。社會政策不僅導致「不勞而獲」、「好逸

惡勞」等工作倫理上的問題，同時也減少可以用於投資與創造就業機會的資源，

使我們的經濟大餅變小了。他們常引用西方福利國家的例子（尤其是英國），不斷

強調社會福利是國家財政危機的根源；社會福利像吃嗎啡，會上癮而且有害健全

的經濟體質；社會福利下的人們像是被放在冷水裡慢慢煮熟的青蛙，終究將自食

惡果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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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官僚的觀點： 

    在過去重視經濟成長策略的引導下，塑造了一大群強而有力的經濟官僚，他

們佔有政府財經單位的絕大多數重要職位，規劃台灣的財經政策與經濟發展，而

過去台灣經濟成長的成功也強化了他們在政府決策中的份量，形成一種特有的政

策風格。如同自由派經濟學者一般，這些經濟官僚也崇尚市場機制，但不同的是

他們並不排斥以政府的人為規劃來引導、乃至強化經濟成長；他們也不喜歡社會

福利，但還未到如自由派經濟學者般深惡痛絕的地步；他們偏好在社會福利之前

加上一個充分而且必要的條件，即只有在既有的經濟成長持續不墜的情況下，才

能有社會福利。於是在這群經濟官僚眼中，社會福利若不是變成一種階段性的產

物、一直到我們的經濟充分成熟茁壯的那一天才可享有；就是必須嚴格地將社會

福利的擴充限制在逐步而零碎的範圍內，選擇性地給予「真正」有需要的人，而

不是制度的與普及式的福利措施。更重要的是，他們往往強調家庭、社區、乃至

雇主在福利上所應擔負的責任，藉此隱藏或規避掉政府的福利責任的問題，

即使在面對質疑時，「政府不應是社會福利的唯一供應者」仍是這些經濟官僚

的觀點。 

三、社會政策與工作相關學者的觀點： 

    毋庸置疑地，這群學者可說是社會政策的強烈支持者！而且在他們的主張

中，政府即使不是唯一，卻也應是最重要的保障民眾生活安全的機構，「政府不應

在社會福利中缺席」可說是社會政策相關學者的共同看法，這點也是他們與自由

派經濟學者及經濟官僚最大的歧異所在。尤有甚者，一個制度化的與普及式的

社會安全體系也是這群學者心中的大夢，有時更帶有浪漫憧憬的色彩，不論是訴

諸公平正義的道德因素、或是政權合法化的理由。例如林萬億即強烈批判國民黨

的階級屬性及其推卸福利責任，他說：「....今日逐漸暴露出『走資政黨』本質的國

民黨....將會更凸顯其反福利國的本質，更清楚地表達其站在資本階級的一貫立

場。」（林萬億，1995：32），這樣的觀點與自由派經濟學者正好是兩個極端。雖然

處在新右派思潮的衝擊下，台灣社會政策相關學者也開始關注「私有化」、「混合

經濟的福利」、「擬市場機制」等議題，但強調國家干預的基調並未大幅改變。 

    如果說，爭議的本質是為了使事理更清楚，那麼其存在就有了意義，可是在

台灣，我們卻看到了改革的步調在政治紛擾中一再地被蹉跎掉了。因此，我們必

須先跳脫開「非 A 即 B」的極端對立，才能有更開闊的思考空間。基於此，首先

我們將從概念上澄清社會福利與經濟成長之間是否一定是「兩難」的關係，接著

再從廣泛的國際發展趨勢著眼，看這兩者之間是否會有彼此抵消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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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的政治經濟脈絡中，我們常看到很多「兩難」的情形，如社會福利對

經濟成長、環境保護對工廠營運成本、文化古蹟保存對地方產業發展、勞工權益

對資方利潤....。很不巧地，在這些「兩難」的一端總是與經濟因素有關，它似乎

與一切都犯沖！為了經濟，我們不能有社會福利，以免減損投資的意願與資源；

不能有美好的青山綠水，因為防治污染的成本會使工廠營運更加困難；不能保有

童稚的回憶與歷史懷思，因為馬路的擴寬對地方產業的發展十分重要；更為了經

濟，勞工必須繼續忍耐低薪與不佳的工作環境來為資方創造更多的利潤，否則資

方即威脅著要產業外移....。如果這就是我們所追求的「經濟發展」，那麼犧牲也未

免太大了些！為什麼會有這些「兩難」的情況？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對「經濟發

展」的界定太狹隘了，如同林向愷所強調的：（林向愷，1992） 

「....政府四十年來....將『提昇人民生活的水準與品質』簡化成『國

民所得（或出口）的提高』這個排他性極強的目標，其結果不緊抹殺發

展策略應有的公平與正義，使得環保、公共建設以及社會福利制度的建

立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結果，人們口袋中的錢是增加了，但污染的空氣和河川、擁塞的交通、歷史

文化上的空虛、以及生活的不安全感卻日復一日地更加嚴重。尤有甚者，財富集

中化的情形也悄悄地侵蝕了過去政府所自傲的所得均等，表面上似乎在台灣的每

一個人都嚐到了經濟發展的果實，但大小口是不同的，於是我們看到了房地產的

高價是薪資所得者心中永遠的痛，數十年的打拼只為求得一棲身之地。這又激化

了功利主義的思想，不僅把人們存在的本身給物化了，以賺錢的多寡來定其價值；

還助長金錢遊戲的盛行，只要能賺錢，有什麼不可以。在這種情況下，「兩難」的

情形就更加嚴重，因為社會福利、環境保護、古蹟保存等都是「花錢」的工作，

而不是「賺錢」的事業，而且可能還是「擋人財路」的事情，勢必去之而後快了。 

    事實上，如果說經濟發展的目的是實值生活品質的改善的話，那我們就不能

似是而非地沈溺於「以賺錢為唯一目的」這樣的偏狹裡，尤其不能有「以鄰為壑」

的自私心態，藉犧牲某一部門或某一群人的利益來成全經濟成長。設若如此，社

會穩定的基礎將受到侵蝕，此點反過頭來會影響到經濟的持續成長，其成本終究

仍是大家必須面對的。因此，經濟發展與社會生活領域必須有更緊密的結合，思

考的焦點必須跳脫 GNP 成長率的數字迷思，進而擴及社會福利、環境保護及歷史

文化等課題。 

    然而，若我們反過來戮力追求社會福利而全然不顧經濟體系的承受力，也是

個昧於事實的作法。經濟成長對台灣的重要性已如第一節所述，是台灣地位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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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資本主義世界政經脈絡下不得不然的結果，除非台灣自甘於國際競賽中落後、

甚至被更強力的政治經濟體所吸納，不然經濟實力將是台灣衝破國際政治孤立以

及在兩岸協商中的最大憑藉，現在是如此，未來也是如此！ 

    經濟學者對社會福利最擔憂之處，在其缺少市場價格般的機制來節制資源的

濫用，容易導致福利支出的大幅增加。可惜的是社會政策相關學者大多致力於發

掘新的福利需求，並要求政府應增加人力及資源的投入，卻少有關注到如何建立

適當的節制機制的問題，構成兩者之間難以對話的鴻溝。在這種情況下，部份社

會政策相關學者所憧憬的普及式福利，卻是經濟學者所最難以接受的措施，因為

它完全不顧個別需求的差異，「連王永慶每個月都可領 5000 元老年年金」，乃成為

經濟學者反對普及式福利措施的典型理由。 

    但如果退而求其次接受折衷的作法，例如經濟官僚們所普遍傾向的資產調查

式的（means-tested）福利措施，卻又存在兩個困難。第一，單單仰賴資產調查式

的福利措施，不但難以構成一個合理的生活安全網（safety net），同時也

易有「烙印」（stigma）的效果，因此不為社會政策的相關學者所偏好；第二，

資產調查式的福利措施大多依賴公共資源的投入，而且為有效執行資產調

查，政府必須建立行政體系與晉進專業人員，此點卻又與經濟學者所強調的

減少政府干預、避免科層體系的膨脹相悖，而且矛盾的是，在行政體系不健全

與人手不足的情況下硬是推展資產調查式的福利措施，可能形成只求儘速結案的

「消化預算」現象，資源濫用的問題並不會因此而減少。 

其實，這些困難是更深層爭議的表徵而已：即資源分配應透過「國家干預」

或「市場機制」？社會政策與經濟學者正好位於這兩端。在過去這一百多年來的

歷史裡，人們已經經歷了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弊端以及國家管制與市場經濟極端

對立的冷戰時代。如果我們仍然堅持「兩難」的看法，只是又回到原點罷了！可

惜的是，2000 年台灣雖然經歷第一次政黨輪替，但反而讓經濟與福利的爭議更加

尖銳。 

參、民進黨執政時期的「經濟優先、社福暫緩」 

台灣自 1980 年代末以降，隨著政治上的解嚴與社會上民間活力的綻放，許許

多多新的議題不斷地被提出、討論、乃至於炒作。在這些議題當中，社會福利也

佔有相當重要而明顯的地位，從 1991 年的「社會權辯論」、1992 年的「福利國辯

論」、1993 年的「老年年金」、1995 年的「農民年金」…，幾乎每年都有新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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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而且往往是在前一波的爭辯尚未獲至結論之際，新的話題即迫不及待地整

裝上馬，又激起新的言論混戰。固然快速社會變遷所導致的新興問題是吸引大家

關注社會福利政策的原因之一，但是，政治勢力的介入才是這些問題得以獲得媒

體青睞、進而形成公共議題的主因。民進黨在這個過程中確實扮演著積極性的倡

導角色，更取得可觀的政治成果！最明顯的例子即是 1993 年的「老年年金」議題，

正是在地方政府選舉壓力下所引發出來的結果。 

從 1993 年 10 月 2 日民進黨中常會決定以五千元老年年金為該黨縣市長候選

人的共同政見始，在政治競逐的情勢下，國民黨一面痛批民進黨的年金制度為集

體買票，另一方面也緊急提出其年金草案。先是 10 月 2 日內政部宣布將於 11 月

提出國民年金制度草案；接著於 10 月 6 日擬將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由三千元調高

為五千元；就在次日，民進黨福利國連線又公布農民年金法草案，迫使國民黨李

登輝主席於 10 月 13 日的中常會上指示行政院應儘速實施農民年金制，兩天後行

政院長連戰即在省府農業建設會報宣布年底前提出農民年金法草案，並於 18 日指

示經建會成立專案小組規劃老人年金制；10 月 19 日內政部提出國民年金說帖；21

日行政院院會決定再進一步將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提高為六千元，中低收入戶

老人生活津貼為三千元；10 月 22 日民進黨福利國連線立委舉辦老人年金辯論，同

日內政部完成國民年金法草案…。 

就在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年金議題被炒翻了天，各式各樣的年金與津

貼出爐，原本不受理睬的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也得到倍數的成長。其變動之快速、

種類之繁多可說是令人目不暇給，至於給付項目是否有重覆？給付水準是否得

宜？與原有社會安全體系是否整合？未來應發展的方向？這些更重要的問題則幾

乎不受到任何關注，大家的眼光只集中在誰出幾千之類的細瑣問題上。 

其實，在同年 8 月，民進黨即已經公布其社會福利政策白皮書，企圖塑造出

不同於國民黨「經濟發展導向」的政策風格與政黨形象。其社會福利政策白皮書

揭櫫「公平正義的福利國」理想，進而強調十點社會福利基本主張：（民進黨中央

黨部，1993） 

1. 建立普及的社會保險體系； 

2. 提供家庭津貼； 

3. 改良社會救助方案； 

4. 開展各項社會福利服務； 

5. 完善的醫療保健體系； 

6. 人人有屋住的住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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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集體同意的勞動政策； 

8. 提高社會福利的決策與行政層次； 

9. 重新檢討六年國家建設中的社會福利方案； 

10.進行國家資源再分配。 

雖然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訴求，但這十項主張確實構成了民進黨爾後社會福

利政策的基調，也成功地塑造了民進黨著重社會改革的形象，尤其是作為社會弱

勢團體的代言人，相對於國民黨的資本主義取向與 2000 年時身陷在黑金政治的泥

淖中，似乎更能引領台灣民眾所期待的社會改革。 

所以，不令人意外地，社會福利政策也是 2000 年大選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

扁的訴求重點之一，不論是「65 歲以上老人每人每月 3000 元津貼」、「3 歲以下幼

兒醫療免費」、與「青年購屋貸款利率 3％」所組成的所謂「三三三安家福利專案」；

以及「專業保母、保育員數量增加 50％」、「婦女照顧負擔減少 50％」、與「暴力

犯罪中女性受害機率減低 50％」所組成的所謂「五五五安親照顧方案」，基本上均

延續自民進黨社會民主式的社會福利路線，也令其他政黨難有與之匹敵的對應政

策。而民進黨贏得 2000 年大選，似乎也為社會改革帶來曙光，但好景不長！ 

就在 2000 年 9 月 16 日—距離陳水扁總統正式就職不到 4 個月，急於為新政

府無力處理財政危機、股市暴跌、國民年金與核四興建的種種爭議解套，逕自宣

告了「優先發展經濟，社福暫緩」的政策走向。在綠色執政前，「經濟發展優先」

是國民黨官僚的專利，每當民進黨提出各式各樣福利主張的時候，「會影響經濟成

長」、「沒有經濟成長那來社會福利」之類的說詞是國民黨反駁民進黨最典型的理

由。沒想到在綠色執政之後，以社會福利政策為主要訴求之一的陳水扁總統竟然

也右傾地如此之快，不禁令人感嘆世事變化。古允文對此有極為強烈的批判：

（2000） 

「新政府成立後的台灣社會福利發展，似乎已由熱烈期盼轉為極度悲

觀。陳總統念茲在茲自己的三級貧戶出身，明明白白地帶給民眾一個『我

最瞭解民生疾苦』的訊息，而其選前不斷強調的社會福利政見更加深了

這個印象。然而，選後一連串拜訪工商大老請益的動作，卻反而獨缺了

親自探訪最弱勢的團體。三三三福利政策與國民年金的跳票、以及災區

重建的牛步化消磨了民眾的耐心，但我們仍安慰自己必須體諒新政府的

『新手上路』。沒想到，『優先發展經濟，社福暫緩』突然衝口而出，一

夕之間，我們眼中的羊卻變成了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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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以社會批判與實踐著稱的台灣學術團體「澄社」，在 2000 年 8 月所

發表的「針砭新政府」萬言書中，也對政黨輪替後社會改革的無以為繼，「三三三

安家福利專案」變成「刪刪刪」、而「五五五安親照顧方案」則成為「無無無」，

感到失望。而最令人擔憂的是民進黨政府執政後對社會改革態度的輕忽、甚至加

以邊緣化，遠遠不如之前它所給予人們的形象。「澄社」在萬言書中評論強調：

（2000） 

「要理解新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是需要點耐心來拼湊。在總統大選白

熱化的三月份開始，密集地見到基於『弱勢優先的施政原則』，而有『三

三三安家福利專案』和『五五五安親照顧方案』的陸續提出和倡言。反

倒是由民進黨中央黨部政策委員會和陳水扁總統競選指揮中心國政藍

圖委員會發表的十八項政策白皮書中，看不到對這議題的系統處理。有

的只是散落在憲政政策、國政藍圖政府再造、原住民政策、司法改革、

婦女政策、教育政策、總體經濟與金融政策等白皮書中的片段零語。無

論是從過去重視社會福利的紀錄來看，或是強調建立一個『公平競爭、

效率至上、福利主義』的新政府也好，這一空白是相當的值得注意。」 

雖然在社會日益強大的壓力下，復因隨著失業而來的個人心理與家庭解組問

題，像是壓力、焦慮、自殺、家庭暴力、校園挨餓族與餿水族、乃至無力繳納健

保費以致影響就醫權益等，已不時成為台灣社會新聞的焦點。民進黨政府終究於

2002 年 5 月 22 日通過「敬老福利生活津貼暫行條例」，明訂其為國民年金實施前

的過度措施，但卻又為領取津貼的資格設下了設籍居住、職業身份、所得與財產…

等等的限制，嚴重模糊了原先津貼的本質，尤其是其與社會保險的退休給付和社

會救助之間的分際，導致學者所批評的「社會津貼資格的救助化」、「社會津貼對

象的區隔化」、以及「社會津貼給付的稀釋化」等問題（孫健忠，2000）。古允文

也指出，原先社會津貼所期待的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與平等的社會權

效果，在如此之技術性地排除某些老人人口團體領取社會津貼之下，雖然簡約地

實現了民進黨的競選承諾，但反而造就出更多的不平等與非福利（diswelfare），尤

其是在領取者與非領取者之間劃下了深刻的鴻溝（古允文，2001）。缺乏整體社會

改革的決心與努力，使得民進黨政府在面對日益嚴苛與複雜社會問題的挑戰時，

顯得左支右絀、力有未逮，演變成台灣社會的深層危機，更種下 2008 年國民黨重

新取回執政權的契機。 

但經濟與福利之間必然是個兩難關係嗎？我們認為，不論主張「增加社會福

利不會影響經濟」、或是「減少社會福利、經濟就會成長」，都是過度地一廂情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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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發展軌跡往往更加複雜，難以用單純的直線形變化來加以解釋。事實上，

自 1990 年代中期以降，西方社會福利的論述已經超越傳統兩難的格局，積極地探

討二者之間系統性整合的可能性，也因而激發出諸多重要的福利思維。 

舉其大者，近年來國內大幅探討的「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取向即是一

個明顯的例子。它強調當代社會的福利概念必須有所轉變，應該導向所謂的

「積極的福利」（positive welfare），致力於消除結構上的不平等，提供人們有

尊嚴與自我實現的發展機會，並將這樣的想法歸結成「社會投資國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的策略。右派所強調的經濟自由化、回歸市場機制、與取消政府

管制政策並不受到社會投資國家的認同，盡量減少社會福利支出也無法解決社會

所面臨的問題，重點應是把這些支出引向人力資本投資，尤其是教育、訓練與就

業這三項基本措施，而這些都需要政府積極地介入整體勞動力市場。從這裡我們

可以清楚觀察到「第三條路」取向企圖整合經濟與福利的特點，首先，它從右派

吸取了個人選擇、成就動機、與就業的重要性，但不同於右派的是它主張國家的

積極干預；其次，它也從左派吸取了社會福利對減少人生風險與貧窮問題的必要

性，但不同於左派的是它不鼓勵直接的經濟資助，而主張導向積極的人力資本投

資。 

類似地，除了英國的「第三條路」取向之外，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也以麥吉

利（James Midgley）為首提出了「社會發展」（social development）取向。

如同 1980 年代盛行的新右派思潮一般，社會發展取向也是以福利與經濟之間的關

係為切入點，但大異於新右派的是，它強調這兩者之間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

互為根本，而且是個有計劃的社會變遷過程。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必須確

保經濟發展以改善人類的福祉，所以經濟應維持適度而均衡的成長，但這是以整

體發展作為主要的著眼點，而不是藉由犧牲某一部份以獲得最快速成長的扭曲式

發展；同時，我們也必須透過社會福利來促進經濟發展，因此必須更著重於有利

於人力資本（如教育與訓練）、社會資本（包括物質面的基礎建設如交通與衛生、

與社會面的基礎建設如社區和公民社會的互助支持網絡）、以及促進就業或自行創

業的措施。 

再者，新近崛起於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的「社會品質」（social 

quality）取向，也在荷蘭政府與學界的支持下，結合其他國家的學者成立一個

基金會，推動社會品質概念的建構，作為指引歐洲社會模式的發展方向。我

們知道在歐盟走向整合的過程之中，如何維繫各國既有的生活水準，成為民眾是

否認同歐盟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以絕對的角度來說，這意味著生活水準即使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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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昇、至少也不能降低；而以相對的角度來說，這意味著歐盟不能放任各國現

存的生活水準差異任意擴大，否則相對剝奪感的產生會損及歐盟整合的可能性。

為了促進社會面最大的整合，歐盟已發展出「排除╱包容」（exclusion/inclusion）

的政策取向，而社會品質取向則是進一步地擴大，納入了經濟安全、社會包

容、社會團結（或凝聚）、與自主性（或充權 empowerment）等四個指標，做

為衡量各國生活水準的依據，這是各國社會政策必須戮力追求的整體目標，而

不是單純的經濟成長而已。 

其實，努力追求經濟與福利共存共榮的主張，在 1970 年代世界仍陷入於經濟

亂局中時即已展開。大衛高登（David Gordon）主張資本的持續累積必須立基在某

種制度的要件上，而這些制度往往有其社會的與政治的基礎，而非「純粹的」經

濟因素（Gordon, 1978）。這樣的分析角度後來受到高登及其他學者不斷地予以深

入研究及建構，到了 1994 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累積的社會結構：成長與危機的政

治經濟學》（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Crisis），可說是到目前為對這個取向的最佳註腳。 

「累積的社會結構」一詞指的是一系列整合的社會制度，用以支持長期而且

相對快速、穩定的經濟擴張。但隨著大環境的改變，過去的「累積的社會結構」

可能衰退而不再那麼有效，此時會形成混亂與調適的階段，直到新的「累積的社

會結構」被建立起來為止。因此，當我們去解釋某一個階段或國家的經濟發展為

何十分平順時，不能不瞭解其社會結構面的影響，也就不能有如前面所提的「社

會支出減少、則經濟成長」般過度簡單的看法（Kotz et al., 1994）。 

那麼到底有那些社會結構或制度會涉入到經濟成長之中呢？高登等學者認為

資本累積的過程包含三個主要步驟，而在每個步驟裡都會牽涉到一系列的社會制

度，他們加以分析如下：（Gordon et al., 1994: 14-15） 

（一）資本家的投資，用以匯集原料、生產工具、勞動力等，在這個步驟裡

的社會制度有：初級及中間原料的供給、銀行信用制度提供融通、勞力市場的結

構、以及培養勞動力的社會制度（家庭、學校、健康照顧、公共衛生、營養....）

等。 

（二）組織上述各生產要素以進行生產的勞動過程，在這個步驟裡的社會制度

有：企業組織本身、管理系統、勞資關係等。 

（三）最後是生產成品在市場上的販賣出去，以賺取利潤、實現資本累積，

其中包括各種社會制度的運作：民眾消費能力、政府支出、外銷市場、市場開

放程度、行銷及物流體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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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制度當中，處處可見社會政策的作用存在，從家庭、教育、健康、營

養、勞資關係、政府社會支出、以及對民眾消費能力的支撐等均是，構成經濟發

展的基礎之一，也提供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得以整合的基本理念架構，避免又掉

入二者是互相抵消的「兩難式」思考。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社會制度的

建立，並非單一的資本家所能達成的，制度當中隱含著一套大家所共同認可的行

為標準，既然是眾人之事，也就會牽涉到政治過程，所以必須透過集體行動的動

員來促進制度的轉型與發展。政府的角色因此不能如自由派經濟學者所期許的「自

由放任」，政府即使不願提供公共資源來支持社會制度的建立，也必須作為一個節

制者（regulator）的角色，以規則及公共權力來引導變遷的方向。道理很簡單，就

以教育為例，個別的資本家絕不可能自己去設立小學、中學、大學等教育制度，

然後眼巴巴地等待二十年讓勞工終於長大成人而能到其工廠做事，公權力與公共

資源勢必干預到教育制度的建立，才能提供經濟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本。 

從以上的說明中，我們大致上可以結論：強調經濟與福利整合的思維，已

經成為人類社會邁入二十一世紀時的基調。事實上這樣的呼籲並不罕見，1998

年APEC於東亞金融風暴後在吉隆坡所召開的高峰會，身為東道主的馬來西亞總理

馬哈地強調各會員國應加強社會安全網的理想，並以此作為高峰會的三大結論之

一，顯示在一個社會基礎不甚穩固的國家或地區，極易由經濟危機出發，進一步

演化成社會動亂與政治危機，印尼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因此，社會福利絕不是

純消費、純負擔，在考慮其「成本」問題時，也應同時考量其對經濟體系的「回

饋」效果，不論是直接的或間接的。而且社會福利也可提供國家在財稅之外，另

一個政策工具來引導資源的流向，因而增進國家總體經濟管理的能力，也強化國

家應付內外在經濟危機的能力。 

肆、政府應該放任或干預？ 

歐美國家對經濟與福利選擇之間的政策反應，大致上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但

各有其社會成本。其一是如新右派影響下的英、美，儘量解除對市場機制的管制

（deregulation），讓生產力不佳的工業部門在競爭中自然淘汰，以促進工業的合理

化，使資本從衰退的部門轉移到新興的部門，因而維持了整體經濟的活力與競爭

力（Esping-Andersen, 1996）。這即典型的自由主義觀點，強調唯有讓市場力量自

主運作、不受到不當的干預，才能有效提高效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於是他

們的邏輯觀乃如圖 1 所示，認為應該維持勞動市場的彈性，也就是讓雇主能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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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最理性的判斷（像是該聘多少人、是否要裁員、乃至工資水準等），才能提高產

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也擴大了企業的獲利能力，有了更多的利益也意味著企業

有能力擴大其投資，最終將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得以邁向充分就業的目標。 

 

        勞動市場            雇主理性            提昇產品 

        彈    性            判    斷            競 爭 力 

 

 

 

        創造就業             再 投 資             擴大利潤 

        機    會                                           

 

                   圖 1：自由主義式的充分就業邏輯 

 

另一種策略則強調國家干預的重要性（如圖 2），國家應立法保障人民的工作

權利，不應受到不當的侵害，若企業不能任意解雇員工，失業率自然降低，也減

少了社會安全方面的支出，有效改善國家的財政；財政改善了，國家就有更多的

資源來增加公共建設，不但能夠刺激國內需求（因而有利於私人企業生產）、也能

降低隱藏性成本（例如好的交通建設能減少貨物的運輸成本），所以能夠創造更多

的就業機會（包括公共就業與私人就業），進一步保障了工作權利與實現充分就業。 

 

        保障工作                                  社會安全 

        權    利            失業率降低            支出減少 

 

 

 

        創造就業             增加公共             國家財政 

        機    會             建    設             改    善 

 

                     圖 2：國家干預式的充分就業邏輯 

 



社會福利模式—從傳承到創新研討會 

────────────────────────────────────────── 

 14 

一般而言，台灣較傾向自由主義式的邏輯，這是由於受到英、美影響的緣故。

但自 1980 年代以降，英、美自由化政策實施十餘年以來，結果卻不見得對所有人

都同樣有利，尤其是失業與非典型就業的增加、薪資水準停滯、貧富差距也日益

擴大。但在自由主義的氣氛下，國家被要求不能做太多干預，否則就冒著「破壞

勞動市場彈性」的罪名，結果若企業過度利潤導向而忽略其社會責任時，國家亦

無力加以規範。然而，隨著沒落工業被淘汰的還包括大量的勞動力，即使他們能

夠免除失業的困難，在新興的產業部門找到新的工作，但工作條件與薪資水準卻

因激烈競爭的影響難以提高，擴大了不平等與貧窮問題的嚴重性。 

這顯示自由主義邏輯並不是毫無瑕疵的！固然雇主的理性判斷可能有助於提

高產品競爭力，但同樣的理性判斷卻也可能促使其淘汰生產力未達其理想的員

工，尤其是年紀較大或工資與退休給付較高的員工，以降低其人事成本，卻也因

而增加了失業率；其次，即使企業的利潤擴大了，它是否會用來再投資則仍不確

定，而即使它會用來再投資，若是投資到海外其他獲利較高的地區，則也不會對

增加國內就業機會有所幫助；最後，就算企業確實將利潤用於國內投資並因而增

加就業機會，但它所雇用的人不見得是前面被裁掉的那群人，較大的可能性是雇

用年輕、新近進入勞動市場的人，因為可塑性高、生產力佳、而且剛開始時工資

不高，結果中、高齡勞工的失業危機不見得能夠解決，退休問題也還會存在、甚

至更加惡化。 

而歐洲聯盟則較青睞後者，尤其結合了強化勞動市場的方案。過去根據

凱恩斯需要面管理經濟學（demand-side economics）所形成的所得維持措施，在全

球化的影響下，卻導致失業與通貨膨脹同時昇高的致命後果，這是因低勞動成本

國家的產品進入國內市場，致令國內經濟難以透過需要管理的政策立即恢復均衡

的緣故。而勞動市場方案則希望協助人們回到工作崗位，平衡工作與家庭責任的

負擔（如托育政策），並以職業訓練來幫助人們（特別是青年人口）取得新的工作

技能，這也包含了教育制度的改革（Esping-Andersen, 1996）。但不可否認的，這

些措施需要國家的進一步干預，甚至運用公共資源，也因而造成政府支出依然居

高不下，結果可能只是維持了既有的工作機會，而無法增加新的工作機會。 

不論那種反應策略，都會對福利體系產生強大的壓力，但也帶來新的發展動

力！除非我們能對失業與貧窮問題視而不見，否則國家的介入都是必要的。那麼，

站在台灣的立場上，我們究竟如何看待這樣的發展呢？雖然我們早已認知到全球

化所可能帶來的衝擊，就像古允文所指出的：「或許會有一天，當台灣的社會工作

者在協助貧窮案主時，問他貧窮的原因，答案可能會超乎傳統的老、弱、病、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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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或能力不足等，而是『老闆把工廠移到大陸』、『我的薪資比菲律賓工人還高』、

或是『公司倒閉了，因產品價格競爭不過泰國』之類的理由。而這麼一天，不會

太慢來到！」（1997）。當失業問題在內部普羅化與外部的全球化交織影響下而日

趨嚴酷之際，台灣的福利體系是否已充分建構來因應這個挑戰了呢？我們過去立

基在職業區隔的福利體制，所得移轉與重分配並不是主要的考量，在面對這樣的

問題壓力之下，似乎無法有效達到社會凝聚的效果，導致社會區隔與不平等的惡

化，以及隨之而來的衝突與犯罪問題。 

究其可能原因，其一是台灣順著職業分化而建立的福利體系難以真正分攤全

球化下，跨越不同人口類屬與不同生命週期之間的風險，隨著知識經濟與新技術

的發展，勞動力需要受教育訓練的時間越長、但技術週期卻在縮短之中，結果將

根本改變了過去教育訓練與就業工作一刀兩切的明顯分野，今日的勞動力穩定而

長期就業的可能性日漸降低，不斷遊走於職訓與就業、甚至不同職業與不同地區

的情形將大增，其中也包含了提早退出職場。一個有效的福利體系，必須透過

制度化的方式將幸運者與不幸者、生產者與依賴者、年輕者與年老者緊密凝

聚在一起，構成社會穩定的基石，這是我們在思考台灣社會政策走向時所必須

嚴肅面對的。 

其次，我們也必須對國家的角色有新的認知，尤其是社會政策方面，跳

脫自由主義的迷思，才能對福利措施有更正向而完整的思考。如同 George 與

Wilding 所指出的，即使是在全球化的世界裡，也需要有「全球社會政策」才能減

少因貧窮所導致的非法移民、環境破壞、疾病散播、政治不安等社會問題，進而

確保資本主義的繁榮發展，而國家在此一過程中有其重要的角色必須執行（2002: 

189）。台灣長久以來不斷順應自由主義與全球市場力量的運作，反而容易窄化我

們所可能有的政策選擇，似乎除此了之外沒有其他的途徑。經發會結論的一面倒、

政策取向的日益向右傾斜，某種程度上都是此一根本現象的外顯症候，也是台灣

未來發展的深層危機所在，因為當掌舵者（政府）已經鬆手之後，台灣這艘船會

被全球化的浪潮沖到那裡去？恐怕連船長（總統？）也茫然了。 

伍、結論 

追求一個好的社會是人們亙古的期待，對這個期待給予哲學家式的思索與解

答或許是件容易的事，但更嚴酷的挑戰則是政府將之付諸實現的政策能力，而這

也直接關係到政府存在的價值。雖然我們也認知到羅素「這兩個要素並不必然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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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是同時在一起的」這個近百年的警語，但現實卻不容許我們有悲觀的權利！隨

全球化而來的競爭壓力與新貧的產生，已逐漸侵蝕了社會穩定的基礎，除非我們

能以更全面與寬廣的視野去面對與思考我們社會未來發展的問題。 

不論如何，當代的思維已為超越經濟與福利的兩難開創了新的契機，這是一

個好的開始。當我們能在思維上徹底地超越過去的兩難，社會政策不再僅是福利

議題，而是廣義的經濟政策、甚至是國家發展政策的一環。而一個有效的福利體

系，必須透過制度化的方式將幸運者與不幸者、生產者與依賴者、年輕者與年老

者緊密凝聚在一起，構成社會穩定的基石。那麼，我們可以確知，一個新的福利

時代已翩然來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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